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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嘉庚辦學理念談福建人的興學辦教傳統
安煥然

    新馬福建人興學辦教的傳統向來被人稱道。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指出，在新加坡，地緣組織的會館創辦學校，成績最著的為福建會館；南洋大學創辦時，福建會館贈地五百英畝為校址，最為稱道。
福建人這種興學辦教傳統從何而來？誠是我們應當正視的問題。
    1993年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出版《馬來西亞福建人興學辦教史料集》，全書厚達526頁，介紹人物近200人、團體近100所，對馬來西亞各地福建人興學辦教的歷史、福建社團及杰出的福建籍華教人士做了概括性的介紹。顏清湟在該書的導論〈戰前新馬閩人教育史實〉把福建人對新馬華教的貢獻作了客觀評估，並論說福建人不僅曾以方言群的力量首創義學，開新馬幫群創辦學校的先河，其對華教的另一大貢獻，還在於福建人是首先倡導以華語教學和淡化華社辦校的幫派觀念。當時福建人這種前衛的辦學理念，表現最特出的就是陳嘉庚。閩人辦學主要是在陳嘉庚的影響之下，創辦和支助華文學校不遺餘力。

    每個幫群都有興學辦教，然而「個人基因」或華教典範就不是每個方言群能夠出現的。鄭良樹指出，福建人所以群起蜂擁地興起辦學熱潮，迄今猶持續不衰，很可能和陳嘉庚有很大的關係。「陳嘉庚因素」很可能是福建整個族群興學辦教的基因。福建人因為有陳嘉庚和他的學生林連玉，建構了福建人興學辦教的傳統文化。於是，在陳嘉庚之後有陳六使，與林連玉同時的有沈慕羽、陳禎祿、李成楓、胡萬鐸，成為福建人教育家譜。

新馬華教事業的發展多涉及福建人的參與和領導，而福建人興學辦教傳統的活水源頭，主要則來自於陳嘉庚。談福建人的興學辦教，不得不提陳嘉庚。然而，以往學界談論陳嘉庚的辦學精神，多僅是局限於其「傾家興學」精神的宏揚，對其辦學理念的探討尚不夠深入。我認為，欲探新馬福建人興學辦教的傳統，應對陳嘉庚辦學理念再省思，是為本文緣起的問題意識。
1、 「愛國華僑」與「興學強國」

陳嘉庚(1874-1961)，祖籍福建同安。1890年南來新加坡，佐父經商。1907年他目光敏銳地把投資重點放在橡膠種植，兼營商業、運輸和工廠。先後創設一百多處商店，三十餘所工廠，墾植膠園和黃梨園萬餘英畝，僱用職員工人數萬，1925年資產一千兩百萬元。新馬經濟史上，陳嘉庚企業王國的崛起具有重大意義。以往華商在英國殖民地經濟結構中僅扮演仲介商角色，陳嘉庚則是把華商的地位，從仲介商的角色提升到出口商及工業家的地位。


然而，獨立前華人經濟結構始終擺脫不了殖民地經濟的格局，深受歐美，尤其是英資的操控，受制於世界經濟市場。1929年世界經濟不景氣，百業蕭條，華人經濟遭受嚴重打擊，1931年陳嘉庚的企業拖欠銀行巨款，改組為有限公司，1934年收盤營業。

陳嘉庚人格情操的展現，倒是在生意收盤之後更受世人敬仰。一般而言，陳嘉庚的精神典範來自兩個方面，一為南洋抗日籌賑；另一則是其「傾家興學」的精神。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盡露無餘。中國全面抗戰爆發，新馬各地華人社會也紛紛投入抗日救亡行列，全面開展籌賑活動。1938年南僑總會成立，陳嘉庚當選總會主席，積極推動抗日籌賑。南僑總會的成立象徵著東南亞華人集合在「抗日救亡」旗幟下的大團結。南僑機工隊回中國參與抗戰後援服務，
他們的生命和熱血譜成的抗戰史詩，是新馬華人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犧牲貢獻，而這些抗日活動的領航人就是陳嘉庚。
在教育事業方面，陳嘉庚在新馬興辦學校，啟迪民智；在中國，他更是以「獨資」之力，全力興辦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即使是面臨生意挫敗，仍然要傾家興學，支撐到底。
19世紀至20世紀初，從私塾教育轉型到新式學校的籌辦，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現代化初期的肇始，與中國「僑教」階段的發展有關，受到中國教育改革的影響。一方面是中國政府的關心協助，另一方面也是清末維新派和革命黨人在海外宣揚彼等各自的政治理念及爭取海外華人支持，激起的「愛（中）國」的認同意識，文化民族主義的濫觴，強調教育對國民醒覺和自強的重要性，勸導本地華社興文教、開民智的效應使然。

民國初建，中國在世界大格局下的困窘，「華僑」那股「救國救民」的民族主義及愛（中）國意識更甚。陳嘉庚振興中華之心，一為出錢，二為出力，但他認為，在出錢出力之外，還須誠意。
1919年，陳嘉庚在籌辦廈門大學的一個會議上發表演說時指出：

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的教育與未死之心耳。若并此而無之，是置國家于度外，而自取滅亡之道……中國門戶洞開，強鄰環伺，存亡絕續，迫在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觀，放棄責任，後患何堪設想。

陳嘉庚不惜犧牲金錢，興學辦校，其實就是在這種列強肘腋之下，愛國精神之體現。早在1918年陳嘉庚就曾表示「教育不振，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絀……言念及此，良可悲已」。陳嘉庚認為，他一生庸碌，含辛茹苦數十年，不計較個人得失，卻「獨於興學一事，不惜犧牲金錢竭殫心力而為之，唯日孜孜無敢逸豫者，正為此耳。」
所謂金錢如肥料，撒播才有用，陳嘉庚慷慨捐資，甚至傾家興學，實乃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之責任心重使然，是救國、報國思想的體現。

陳嘉庚畢生興學，志在強國。他認為「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
為拯救和建設國家，陳嘉庚以一介商人的身份，盡「愛國」之義務，自覺地將興學作為救國、報國的事業，並為之奮鬥一生。
以當時的歷史格局來看，陳嘉庚無疑是一位「愛（中）國華僑」。他熱心興學，是同他的「愛（中）國精神」分不開的。他辦學的動機，就在「救（中）國」，
目的在於服務社會，振興中華。

二、陳嘉庚對新馬華教的影響

從陳嘉庚興學辦校的言論分析，他的辦學動機非常單純，即「救民救國」。他希望通過教育達到富國強民，庶幾和國際接軌。就當時中國的處境和國際環境來說，陳嘉庚的獨資辦學精神無疑是非常偉大的。

1945年，毛澤東讚譽陳嘉庚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也因而「愛國華僑」的形象，一直是中國學界評斷陳嘉庚的主要論述。1949年，陳嘉庚在其言論集的自序中，亦清楚表明「余自民國成立後，對於中國前途，抱熱烈希望」，「雖軍閥內哄，戰爭不息，總念國家改革」。
事實上，陳嘉庚本人的政治史，便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他緊隨著時代潮流，作出正義與正派的大事。

但就新馬立場而言，李炯才在《追尋自己的國家》指說陳嘉庚「他是一位愛國華僑，但他忽略了更重要的使命，就是領導華人在馬來亞──爭取應有的政治權利。華人因而失去一次爭取更佳權益的機會。」

我們或許要問，陳嘉庚僑居新馬，他的政治認同卻是中國，最後他也回歸中國，是偉大的「愛（中）國華僑」。為何陳嘉庚卻同時被新馬華教界奉為典範？
針對這點，廖文輝的評論頗有見地。他認為，首先，陳嘉庚傾家興學的精神，帶動馬新華社興學辦教的風氣。毋庸置疑，陳嘉庚是成功商人，偉大的民族教育家，但更重要的是他事業背後所樹立的精神和高潔的人格，一直是許多馬新華商參與社會文教事業的道德泉源，相信這正是他成為馬新華教界典範的最根本所在。
南洋大學的創辦，以及戰後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的文化扎根工作的展開，陳嘉庚「傾家興學」所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和人格感召無疑是其中重要的活水源頭。

林連玉在《風雨十八年》說陳嘉庚一生，志不在發財，而是為國家、民族謀福利、尋出路。以辦教育為職志，即使在三十年代經濟不景氣使得他企業失敗，唯仍堅持傾家興學。陳嘉庚在新馬華人社會有巨大影響力，二次大戰前後的興學熱潮，可以說是他帶動起來的。


1967年董總主席葉鴻恩指說，馬來西亞華裔熱心華文教育，終生貢獻華教者如華教斗士林連玉，便是集美師範學院出身的。很多人相信，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還能相當完整地保留下來，華裔的努力多少是受陳嘉庚傾資興學的精神所影響。


鄭韵穆《毀家興學陳嘉庚》亦認為，陳嘉庚的一生，愛國愛民族，傾資辦學興校，這偉大的精神不僅對中國國內重大影響，馬來西亞今天華裔熱心華文教育，維護華小獨中，這精神相信多少是受到陳嘉庚精神的感召。華教斗士林連玉就是集美的學生。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課程局編纂的《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教科書．初中適用．歷史第二冊（試教本）》如此敘述陳嘉庚：

陳嘉庚(1874-1961)，福建省同安縣人（今廈門市），17歲時隨父親南來學習經商。1905年，因見陳齊賢等人種植橡膠獲利，進而投資橡膠業。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到1925年，陳嘉庚已擁有一萬五千英畝的橡膠園，是當時主要的樹膠種植者之一。……陳嘉庚最受後人敬仰的，是他致力於教育事業投資，在中國、新加坡等地興辦了許多學校。二戰時，則積極投身抗日運動。

這是本地華社對陳嘉庚論述的「標準答案」。探察陳嘉庚的視角，離不開他的經商之道、抗日籌賑，以及其傾家興學的精神。
三、實學致用的教育觀
如前所述，在教育問題上，對陳嘉庚的研究，以往較著重於他「傾家興學」精神風範的推崇。所謂「企業可以收盤，學校不能停辦」的精神，誠乃學界對陳嘉庚教育事業的聚焦之處。但是，陳嘉庚不是一個只會捐資而不知辦學的平庸商人。陳嘉庚辦學，他要辦怎樣的學校，自有他的一套辦學理念。對教育方針、制度和設施等方面有自己一套的理想。

陳嘉庚是講求實際的人，非常重視科技、工商界和經濟的發展。在興辦教育的理念上，他認為首先即是為了培養人才、振興實業，希望能培養出有實學才幹、有出路的人才。他在籌辦高等教育之時，就極力主張發展技術職業學校，尤其是在廈門、集美的地利之便，注重水產航海教育。

楊進發在《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指說，陳嘉庚除醉心於叻閩教育之努力，他仍不忘為學校引入應用科學項目，及學用結合之實習課程。
由此觀之，陳嘉庚的辦學，是一種強調「實學致用」的教育觀。
在實業與教育的關係上，陳嘉庚在1923年的《南洋商報之宣言》中清楚指出：

夫文明國之所謂商者……凡諸商業上種種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觀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我國商業之不振……所獨缺乏者，商人不知商業原理與常識耳……吾人深知此弊，以為補救之法，莫善於興學……縱此而觀，教育之必需經濟，經濟之必賴實業。實業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長之連帶關係也明矣。」

與此同時，陳嘉庚的辦學理念還在於十分注重提高教學質量。他關注師資問題，認為辦學校，第一問題就是要有優秀師資。對優秀教師，必須給予優遇。陳嘉庚曾感嘆：「最難者教師，此為第一問題。」因而，他非常重視師範教育。
陳嘉庚鼓勵貧窮子弟就讀師範學校，並讓他們享有學雜、膳宿、書籍、制服等費用的優惠，希望這些貧窮出身的師範生以擔任教師為目的，將來能獻身教育界。

陳嘉庚重視素質教育。1919年2月18日，他在新加坡華僑中學董聯席會議發表《華僑中學教育之重要》的演詞中指出：

華僑初、高中學生，畢業或未畢業，如無相當程度，何能回國升學… …吾僑對培養中學生，應當極力設法提高程度，萬萬不可反使之退步也。


重量不重質的教育，是陳嘉庚所不能苟同的。1936年11月9日，陳嘉庚在新加坡道南學校三十周年紀念會上演講〈新加坡華校歷史沿革〉時，也特別指出當時華文教育的問題：
前者，國人所讀，不出四書五經……當日訓蒙，著重道德。至於科學，如歷史地理之類，則付缺如，蓋復偏守一隅，故有所言，盡於「天下」，殊不知有世界各國。
惟今日言學校之辦理得宜或成績優異者，則多以量為憑准，至於質則未加注意。華僑教育，至今尚未負我前人之望，豈不宜哉！

陳嘉庚辦學，不是膚淺的「華文沙文主義者」。他重視學生的英文程度，並認為「大學教授多用英文，乃以科學書籍多由發明國著作，不得不學其名詞。」而且「依部章規定高等小學，便兼讀英文，若至舊制中學四年終，則英文可有六號之程度」，華裔學子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必須打好英文基礎。

事實上，除了在中國鄉梓興學辦校，自1911年開始，陳嘉庚在新加坡先後創辦了五所華校，亦捐贈不少款項予兩間英文學校，並創辦崇福女校和南洋女校，由此可見其教育理念之先進和寬廣。
陳嘉庚的辦學理念還包括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強調五育並重的全面發展人才教育。他認為：

（學校）不但教其識字而已。其他如智識思想、能力、品格、實驗、體育、園藝、音樂以及其他課外活動均須注意與正課相輔而行。

在進入有學校教育的鄉里，陳嘉庚希望聽到三種聲音，一為讀書聲，一為打拳聲，一為弦樂聲。
他認為：

學習環境，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良好的學風，良好的學風要靠紀律來維持……（學生）必須遵守紀律，培養優良品德，認真學習，發揚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精神。

四、陳嘉庚辦學理念的思想淵源及其跨文化交際
楊進發認為，陳嘉庚的思想淵源來自於福建原鄉的「同安精神」、舊學教育，及他一生皆浸濡在儒家格訓中，並加上多年來的勤學苦修。
顏清湟則認為，陳嘉庚的管理觀念主要來源似乎是儒家的價值觀，諸如等級制度、和諧、效忠、互惠和集體主義。但，其管理觀念不光是來自儒家的價值觀，同時也來自西方的商業實踐方面。

就教育理念而言，潘懋元亦指出，陳嘉庚的教育事業，蘊含著明確而深邃的教育思想。其思想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精華，兼采西方現代文明思想而形成的。

探索陳嘉庚的思想淵源，不能忽略的是他的交友網絡。陳嘉庚是個理智，講求實際的人，而且善惡分明。在陳嘉庚眼中，那些處處敷衍，不務實際，不僅不配稱同志，也是革命的罪人，恥與為伍。

但，陳嘉庚的交友網絡卻是相當廣泛。新加坡的怡和軒是陳嘉庚的第二個家。在這個組織裡，有南來的新客儒商，也有接受西式教育的土生華商。怡和軒是華裔殷商匯聚之地，也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作良好而合適的文化場景。這樣的文化處境造就了一批面向中西的社會領袖。
他們從宗族到民族，從閩幫到超幫，既謀兼顧，亦求超越。融貫中西，統合新舊，全面建設教育，盡力培育人才。

陳嘉庚的好友，計有學貫中西的林文慶、潮幫領袖僑生華人林義順、馬六甲實業家曾江水、華民政務司署首席翻譯官孫崇瑜，以及在華社動員上，響應、支持陳嘉庚的葉玉堆、陳文確、陳六使、侯西反、劉玉水、張楚琨、胡愈之等人。另外，還有中國教育家黃炎培，以及印度的政治領袖尼赫魯都是陳嘉庚的朋友。


這些摯友和同志當中，黃炎培是中國實用主義教育的提倡者。1913-1917年黃炎培批判當時舊教育脫離實際，脫離生產的弊病，首倡教育與學生生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繫的實用主義。
1917年黃炎培南來視察東南亞華教，與新馬華教人士多有接觸。黃炎培曾言「發了財的人肯會拿出錢來辦教育的，只有陳先生。」誠見黃炎培對陳嘉庚辦學精神之激賞。
黃炎培認為，教育的本質就在於使受教育者具有自立的能力，使之能夠在社會上生存、生活，進而提倡職業教育。這一點，與陳嘉庚的「實學致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黃、陳二人既是摯友，相信在教育理念上亦多有交流和共識。


另一位摯友林文慶，是陳嘉庚創辦大學最信任之人，並聘請林文慶擔任廈門大學的校長。陳嘉庚評說林文慶是一位「對西方之實用科學及中國文化倫理精神皆有透徹了解」之人。林文慶掌廈大的理想，是希望廈大畢業生應是道德完善的君子，而且把英文作為第二語文，語文能力要強，職業訓練有素。林、陳兩人的辦學理念是相通一致的。陳嘉庚和林文慶共建廈門大學，又成為親密朋友，那是陳嘉庚「愛國華僑」形象、「傾家興學」精神之外，在眾人典範多元面相下，另一層亦值得探索的生命情調。

五、陳嘉庚辦學理念的再省思
陳嘉庚傾家興學的精神，帶動新馬華社興學辦校的風氣，但陳嘉庚不是一個只會捐資而不知辦學的平庸商人。研究陳嘉庚，以往較著重於其「傾家興學」的精神風範，然而陳嘉庚的辦學教育理念，亦應值得關注。

陳嘉庚辦學理念的價值取向，是在一定歷史背景下，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亦兼採西方現代思想。這種思想的形成，陳嘉庚的「南洋經驗」實是一個重要的中西文化揉合的契機。

從跨文化視角看陳嘉庚，新馬華人社會具有其內部的多元性。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社會賢達聚集於怡和軒俱樂部所構塑的文化氛圍，讓舊學出身的陳嘉庚更具有恢宏視野的教育觀。

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國家、民族的強弱，與教育的興亡攸關。陳嘉庚「實學致用」的辦學理念，並非漠視文化涵養的功利主義。從他在新馬和中國興辦小學、中學至大專，陳嘉庚體現頗具時代意義和先進的辦學理念，對教育方針、制度和設施等方面有自己一套的理想。

回顧前賢之辦學理念，在華教「斗爭」與「捐資」之外，陳嘉庚的興學典範有其更發人深省的傳統。一所學校的創辦和發展，自主性是重要因素。但自主辦學其實際方向必須清楚和明確，辦學者要有睿智的辦學理念。 

陳嘉庚「實學致用」的辦學理念，讓我們意識到，教育的目的必須重視學生素質發展。只有知識傳授而不教學生應用，就不會使無業者有業，也無法使有業者樂業。辦學就是要為學生著想，這應當是辦學者的基本認知。

六、陳嘉庚辦學理念的延續

以往我們宏揚陳嘉庚的「傾家興學」精神，讚揚林連玉、沈慕羽的捍衛母語教育的戰斗精神，這些雖都沒有錯，卻只是陳嘉庚辦學及福建人興學辦教的其中一個面向而已。如果說新馬福建人興學辦教的傳統主要源自於陳嘉庚的辦學理念，事實上我們會看到更多元面向的教育藍圖。


陳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是公認具有陳嘉庚遺風的教育慈善家。論者除了聚焦於李光前出資辦校的仁風義舉，還應意識到李光前誠乃一位熱心教育不求名利的謙謙君子，而且其創辦的李氏基金的助人發給，也是不分種族的。這是何等之氣魄。


林連玉、沈慕羽在捍衛母語教育的原則性問題上，其信念是堅毅的。惟，應當意識的是，林連玉一生為母語教育爭取平等地位，但他的終極關懷仍是在國家意識的培養，強調愛國教育。1952年林連玉積極參與新馬兩地的教科書委員會，協助政府改編華校教科書。獨立前夕，呼吁非馬來人必須以馬來亞為祖國，永遠效忠馬來亞。
而沈慕羽始終堅持母語教育地位的平等，但可別忘了，沈慕羽的教育思想也強調人格教育、社會教育、生活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民眾教育的重要性，並以行動來實踐其教育理想。
林、沈教育思想及實踐，亦與陳嘉庚「實學致用」的辦學理念相通，一脈相承。只是政治認同對象不同而已。

顏清湟指說，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上，尤其是1970年代獨中復興運動作出重大貢獻的功臣中，就有不少受到陳嘉庚精神的影響。如振興吉隆坡中華獨中的功臣李成楓、怡保育才獨中遷校的功臣楊金殿，以及芙蓉中華獨中發展有重大貢獻的拿督陳世榮，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並不能把這些華教校董當成只會籌款的平庸紳商。像李成楓，他以身作則出錢出力的振興隆中華，獲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贊賞，但他不沽名釣譽，又不以此居功。在李成楓的領導之下，隆中華辦學方針進行了很大的改革，不斷加強教職員陣容，充實教學內容和革新教學方法。這些使隆中華學生在質與量并進的績效，我們必須正視。事實上，李成楓領導隆中華期間已採用雙軌制，一方面參加獨中統考，一方面竭力協助學生參加政府公共考試，高中數理及商科課本採用英文，方便學生升學就業。這點雖有受到不同意者的非議，卻是「務實」辦學理念的一種體現。


與隆中華一樣，目前在學生質量皆頗獲佳評的華文獨中還有芙蓉中華和新山寬柔中學。深受陳嘉庚辦學精神影響，服務華教鍥而不捨的陳世榮在芙中擔任校董多年。惟芙中董事會重用陳開泰校長進行大膽的教改，實行強迫學習制度，並早在1959年就已首創高中雙軌制課程。


南方新山的寬柔中學，70、80年代的董事長葉金福和郭鶴堯，都是英文教育源流出身，辦學方針也自成一格。然而郭鶴堯等「紅毛直」的洋派作風，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他們對教育的務實態度，尊重學術專業，樹立「董事不干政」的優良傳統，是吾等一些保守、迂腐的華校董教應該虛心接納和學習的。


此外，寬柔校董黃復生自1987年歷任全國獨中工委會技職教育局主任，在他的積極策劃和宣導下，全國獨中競相探討和設立技職教育課程，擴大獨中的辦學領域，也開拓了獨中生的升學與就業管道。
如前所述，技職教育的倡導原本就是陳嘉庚、黃炎培等「實學致用」辦學理念的延續。

上引隆中華李成楓、芙中陳世榮、陳開泰和寬中葉金福、郭鶴堯、黃復生等諸公均是福建籍的華教工作者。他們貫徹的教育理念和教改，內歛而務實的進行。畢竟，華教不是空喊口號就能建設的。


當然，福建籍華教人士也有很多是堅持以母語華語教授數理，是母語教育堅定的實踐者。以怡保育才為例，有人說：育才的草創應思胡子春、姚德勝等；若論育才的復興，則不能不提楊蒼茂、楊金殿。
而重振育才雄風、推動育才獨中遷校的功臣楊蒼茂、楊金殿都是福建人，後者楊金殿更是坦言陳嘉庚對他有頗大的影響。
二楊為育才獨中遷校籌款出錢出力，貢獻卓著，而且楊蒼茂等領導的育才董事會委任校長得當，銳意改革，致力改革和提高學術水準，對董教總母語教育路線堅信不移，並對後進實行輔導班、汽車維修班、文美班。

在柔佛，同樣是毀家興學的新文龍中華中學「校父」鄭振中，一生盡瘁於新文龍華教，聘得黃潤岳長校多年，在50年代校風大振，還承教育部委托，開辦高師班，前後四屆造就不少優秀的師資。而在峇株巴轄，也在「華仁中學之父」蘇木有的領導下，始終站穩民族教育立場，並重用白純喻校長，貫徹嚴元章的教育理念，強調以母語母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確保學生成人成才，因材施教，同時提倡美的教育，每年舉行課室布置運動，培養學生熱愛體力勞作的美德。以上所提及的鄭振中、蘇木有、白純喻校長，他們都是福建人。

白純喻校長出自檳城書香世家，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英文造詣深厚。但是，他始終堅持，通過母語母文教學是最直接、最容易吸收知識。因此中學數理化及史地應以母語母文為教學媒介，以收宏效。華文中學學生畢業後也能到歐美升學，打破了學科不用英文本不能升學歐美的神話。


所謂殊途同歸。撇開浮躁的華教口號和政治話語，仔細探察繼陳嘉庚之後，華校獨中多元面向的務實教改，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這些進取的教改主張和實踐，多與福建人的主導參與有關。
七、結語


莊國土評說，閩南人文精神具有冒險進取、重商務實和兼容開放的特性。
這些特性基本上也可以在新馬福建人身上體現。但就陳嘉庚為教育的獻身精神及其強調「實學致用」的辦學理念來看，二者相互結合並不矛盾。


受「陳嘉庚精神」影響的福建人興學辦教傳統，不只是鼓吹「傾家興學」熱絡籌款的「出錢」行舉。陳嘉庚是個堅持原則、善惡分明的人，但他的辦學，不沽名釣譽、不搞「務虛」排場、不空喊口號、更不拘束於僵化的意識型態。陳嘉庚的辦學理念，主張理智、務實，更要有跨文化兼容開放的氣度，擇善固執的與時並進。

陳嘉庚的後繼者，有「怒奮空拳搏虎頭」的林連玉、有與華教風雨同舟的沈慕羽，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那些延續陳嘉庚「實學致用」辦學理念的華教工作者的寶貴經驗。源自「陳嘉庚精神」的福建人興學辦教傳統，應是務實，而且是內斂的。那是華教永續發展的精華內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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